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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史家南迁与留守 

郑善庆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抗日战争开始后，部分史家选择南迁，除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驱策外，亦与自身对所处学术机构的依 

赖、对名节保全的担心、对政治迫害的不安等因素有关。部分史家则因资金短缺、老、病、家庭拖累以及对所处 

学术环境的依恋，而选择留守。对此问题加以辨析，可使得我们对战时学人的地域性选择问题有一个更为真切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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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问 

题的探讨，多侧重于其迁徙历程、学术成绩、政学关 

系等层面； ① 而对 1937年前后，中国学人群体的地域 

性抉择问题少有述及。故而，笔者不揣浅陋，对战时 

史家群体所面临的地域性抉择问题予以论析，以求教 

于学界同仁。 

抗战军兴后，中国学术的版图——原有以北平、 

上海等城市为中心的学术网络，受时局的影响而发生 

变易。从地域层面来看，抗日战争以至国共内战，导 

致了学术群体的大转移与大流徙。史家聚集的北平沦 

陷，上海成为“孤岛” ，大批不甘为“亡国之史”的史 

家，纷纷南迁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学术文化的重 

心也随之发生新的转移。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学 

术的三大区域：沦陷区、革命区、国统区，亦日渐形 

成。与此同时，各大院校的史学院系、史学专业研究 

机构，亦多南下重组。以高校而言，当时南迁的院校 

如表 1所示。 

除了高校史学院系外，国家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北平研 

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等，亦南迁昆明、重庆等地。史 

语所的南迁，在傅斯年的精心筹划下，研究人员、设 

备、相关图书皆得到了有效的转移，这也为战时史语 

所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亦于  1938 年秋转移 

至昆明，当时的负责人为徐炳旭、顾颉刚。院址最初 

设在昆明近郊黑龙潭附近的落索坡，条件简陋，又多 

无书籍可凭，研究工作难以进行。 [2] 后又迁至昆明黄 

公东街 10号。 [3] 对于迁徙的经过，北平史学研究所在 

“本所纪事”中记述到： “1938 年 4 月初，伪组织竟 

派人接收， 并将本所历年所积的古物及书籍完全运去。 

是年冬，徐炳旭、顾颉刚两先生陆续到昆明，二十八 

年三月，借得北郊黑龙泉观地址，工作人员陆续来滇， 

始又开始工作。 ” ② 当时研究的重心，侧重于“古史料 

之研究及山西发掘材料之整理” ， “整理陕西宝鸡斗鸡 

台发掘资料，准备出版外，并从事云南边陲民族史料 

之搜集与考证。 ” ③ 与史学研究机构的转移相伴随的， 

则是史家群体的南迁。 

一、南迁之史家 

依战争的进程而言，最先受到触动的是有“文化 

城”之称的北平。既有对 1937年前后北平的关注，多 

是从政治、军事层面，加以论述，而对战争危局之下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则显得较为薄弱。 ④ 而对 

战时中国史家南迁与留守的问题，除却相关学人的回 

忆录、日记等记述外，相关记述尤有欠缺。故而，对 
1937年前后，中国史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学人的心 

理状态、留守或南迁的艰难抉择等问题予以论析，实 

有利于对战时知识界状况的真实了解和体认。 
20 世纪 30 年代，日渐危急的外患使得当时一度 

追求考据、 整理国故的学者不得不走出书斋， 转向 “外 

在”的经世之学，由纯粹学术到经世救国的转变成为 

不可逆转的趋势。日本在军事上的步步紧逼，东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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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抗战时期大学院校迁徙一览 [1] 

校名 地址 系名 南迁历程 

中央大学 重庆 历史 战时自南京迁，师范学院另设史地系。 

西南联合大学 昆明 历史社会 
初迁湖南长沙，1938 年春迁往云南昆明。北大称“史学系” ，清华与南开 

均称“历史学系” 。 

中山大学 广东、砰石 历史 
初迁罗定，继至龙州，终抵云南澄江，两年后迁回砰石，至 1944 年底， 

疏散至梅县。 

西北大学 西安 历史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与北洋工学院西迁西安，合组为国立西北 

联合大学。继迁城固。1939 年 9月，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1940 年以西 

安为校址。 

暨南大学 建阳 历史 1937 年秋迁入上海租界，1940 年迁至福建建阳。 

复旦大学 北碚 史地 初自上海经庐山到贵阳，而后迁往重庆。 

浙江大学 遵义、湄潭 史地 
自杭州初迁浙江建德，再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后迁贵州遵义 

与湄潭。 

安徽大学 立煌 史学 初迁六安、霍邱，再迁立煌，不久停办。 

中正大学 泰和、宁都 文史 1941 年创设文史系。 

武汉大学 嘉定 史学 自武昌迁往乐山，后迁嘉定。 

河南大学 嵩县 文史 
自开封初迁镇平，以在嵩县潭头镇时间较长，1944年迁荆紫关，1945 年 

还迁陕西宝鸡。 

山西大学 秋林 历史 1937 年 11 月，太原沦陷后停办。1939 年秋在桂林复校。 

厦门大学 长汀 历史 战时自厦门迁长汀。 

云南大学 昆明 文史 1940 年昆明遭空袭，曾分迁嵩明、会泽等县。 

东北大学 三台 史地 数次迁徙，北平、开封、西安，终至四川三台。 

金陵大学 成都 历史 自南京迁往，假华西大学复校。 

中法大学 昆明 文史 1941 年迁昆明。 

岭南大学 曲江 历史 战时自广州曾迁香港，后又至曲江、梅县。 

光华大学 成都 历史 战时自上海迁往成都设立分校。 

大夏大学 贵阳 历史 战时自上海迁往。1944 年秋，自贵阳迁之黔北赤水。 

武昌华中大学 大理 历史社会 自武昌初迁桂林，再迁云南大理之喜洲镇。 

齐鲁大学 成都 历史社会 战时自济南迁往。 

福建协和大学 邵武 历史 1938 年自福州迁往，1940 年将文史系分为中国文学与历史两系。 

陷落，随之又有塘沽协定等的签订，作为中国政治与 

学术中心的北平，俨然成为不设防城市。面对于此， 

北平学术界即通过自身努力而发起抗日侵略的舆论动 

员与民众宣传。然而，从史家具体的遭遇来看，其群 

体的分化更多的是发生于 1937年前后。 

(一)随高校而南下者 

七七事变后，北平的非教会高校多选择南迁，而 

凭依于高校的学人亦多随之南下。当时南迁的高校如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纷纷南下重组。另外，一些 

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机构如北平研究院等， 亦辗转南迁， 

逃离沦陷之域。但是，也有不少学人因如下原因，而 

未能随校南下。 

首先，资金短缺为学人南下的一大障碍。北平沦 

陷后，时局日渐危急，而部分学人的南下之途倍感艰 

辛，资金的匮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以北大学人的处境 

而言，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作为北大最后一批南 

下的学人，较为真实地记述了当时政治环境和学人心 

态： “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 

危城，但又无路费……未走教授如孟森、罗常培、邱 

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 

每人发  30 元维持费。 ” [4] 学人多有离城南下之心，然 

因南下费用缺少，而难以成行。 

由于时局不明，当时学人中多有留守打算，就连 

南下途中的胡适在给郑天挺的信中亦言： “台君(台静 

农)见访，知兄与莘(罗常培)、建(魏建功)诸公皆决心 

居留，此为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 

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 

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 

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 

闭户著作。……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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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 

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 ” [5](733−734) 以今日视之，胡适 

对时局之变化并未有全面而深刻的判断，仍寄情于留 

守之学人能继续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所谓“闭门著 

述” ，在学人生活维艰之时，已实难维系。此间，郑天 

挺亦有被日宪兵队逮捕之虞，且有亲日派学人钱稻孙 

等前来游说。不久，留守学人收到寄款，南下之路方 

得以成行。仅就郑天挺而言，此时南下，丧妻别子， 

其间压力又非常人可比。而学人南下，又多为仓皇进 

行，容肇祖即言： “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我不得不离开辛苦节 

俭购买的一些书籍，这时心情之乱，难以形容，仓促 

只身南下，什么也不能带。 ” [6] 

其次，学人因身份不同，待遇不免有迥然之别。 

当时北大对南下学人的优遇， 主要面对教授、 副教授， 

而讲师、助教则不在此列。身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 

的邓广铭即遇到这一困境： “抗日战争开始后，史语所 

南迁，北大也南迁，因为迁徙的最终地点定不下来， 

所以当时北大当局规定，只有教授、副教授可以去， 

讲师、助教不去。我留在北京，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善 

本书阅览室去看书。 ” [7] 直到  1939 年，邓广铭收到傅 

斯年安排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的信函，方才 

南下就职。邓氏无疑是幸运的，因其此前撰写“辛弃 

疾(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编年笺证” ，而入中华教育 

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当选人名单” ，并获得 
1200 元国币的补助。 ⑤ 此项补助，无疑对其在沦陷区 

北平的生活与学业助益良多。时任北大讲师的熊十力 

即没有如此幸运，七七事变后，教授可以到西南联大 

报到，仍能教书，不致失业，而熊先生不是教授，1939 
年迁到大后方，被拒绝收容，任他漂泊西南天地间达 

八年之久。 [8] 

可以说，当时“北平学界之士已纷乱不堪，有职 

守者，或随校内迁，或应聘他校，多以生存兼治学为 

准则” [9] 。而无职者则不免面临着流亡与生存的威胁。 

曾经担任顾颉刚私人助理的童书业，即因在北平无公 

职，不得不流落于上海。 

(二)因政治迫害而离校者 

部分史家因战前激昂的经世态度而招致日人嫉 

恨，不得不在北平沦陷之时，离城他去。顾颉刚即为 

一例。七七事变前，顾颉刚因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 

发行抗日色彩明显的刊物，如《民众周报》，即因“抗 

日色彩浓厚，冯焕章先生又有诗文刊入，遂遭日人嫉 

忌，于昨日由上海捕房到梧州路、福州路两处开明书 

店查抄，取去万余册，将在特区法院起诉” 。 [10](644) 顾 

颉刚又一度担任燕大中国教职员会理事长，首倡《对 

时局宣言》，主张中日交涉绝对公开，不辱主权，更招 

致日人干涉。 [11] 《顾颉刚日记》亦言： “日人开欲捕 

者之名单， 颉刚列首数名， 似有不能不走之势。 ” [10](667) 

最终，在北平沦陷之时，顾颉刚被迫潜离北平，应傅 

作义之邀去绥远襄助西北教育事宜。 

燕京大学的沈兼士，与同人英千里、张怀、董洗 

凡等教授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 ，以识 

抗日)。不久扩大组织，改为“华北文教协会”(简称 

“华北文协”)。其宗旨是：一方面消极地以不屈服不 

合作的态度对付日本人，暗中提倡高风亮节、为人师 

表、以身作则，用无言之教，感召学子。另一方面则 

积极地发扬民族思想、爱国精神，以顾炎武“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号召文教界人士参加沦陷区 

的抗战活动。 [12] 后招致日人缉捕，而被迫南下。 

(三)为保全名节而被迫南下者 

部分学人虽有留守打算，然为保全名节计，亦不 

得不南下。如陈寅恪，因其父陈三立病逝，持家守丧 

之故，迁延时日后，方辗转南行。而陈氏本有短暂留 

守之意： “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 惟 

谓春间日人曾函邀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 

为全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 

此他适矣。 ” [13](219) 萧公权亦有暂留的想法。然时局危 

急，学人留守不免遭受日人逼迫，且有失节之虞，故 

而为保全节操计，也是大部分史家南下的一个重要因 

素。其他学人，如作为“陈(陈垣)门四翰林”之一的 

柴德赓，虽身居辅仁大学讲席，于 1942年离平南下， 

亦是出于保全名节、不为亡国之史的情结使然。 

当然，很多学人的南下是诸多因素综合使然的结 

果，上述所论，亦为南下诸多因素中的几个侧面而已。 

以身为燕京大学讲师的谭其骧而言， “‘新民学院’就 

曾多次派人来拉谭其骧去该院任教，并开出每节课 
100 元的高价。他(谭其骧)在燕京大学始终是兼任讲 

师，既未转为专任，更难提升为副教授。邓之诚为此 

深为不平，让王钟翰向洪业说项。洪业直截了当告诉 

王钟翰，像谭其骧这样没有哈佛或美国大学背景的人 

在燕京没有什么前途，不如到其他学校发展。 ” [14] 一 

方面伪大学高薪相邀，另一方面在燕大则薪水微薄， 

且晋升无望，在此背景下，谭其骧转至南迁的浙江大 

学任教。 

二、留守之史家 

如果说部分学人激于爱国之义愤、民族情结之驱 

策而毅然南下的话，那么，对于留守的学人而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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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处环境的复杂难辨，学人的避而不谈，后世评判 

的苛责偏失，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尤为缺失。虽 

同为留守者，然缘由各异。 

(一)老、病、家累难以成行者 

当时，北平史家因不事敌伪，遭病疾而逝的有孟 

森、钱玄同等人。最初，北大南迁时，校方承认的留 

平教授有 4人，分别为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和冯祖 

荀。孟森曾有诗文规劝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旧友郑 

孝胥，弃任伪职，未果，从此与数十年老友绝交。1937 
年冬，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前往北大研究院文科研 

究所,向孟森强迫索取宣统元年(1909  年)测绘俄蒙交 

界地图原本。因孟森曾撰文考证这一地区，地图曾刊 

载津、沪两地《大公报•图书周刊》，名为《宣统三年 

调查之俄蒙界线图考证》 ⑥ 。此事被日人注意，派兵 

强索，胁其交出，先生终因不堪屈辱而致疾发。周作 

人亦言： “(一九三七)十一月廿九日，在北池子一带的 

孟心史先生家里。孟先生已经卧病，不能起床，所以 

在他的客房里作这一次最后的聚谈，可是主人也就不 

能参加谈话了。 ” [15] 孟森作《北平史迹丛书序》时， 

署为“二十六年岁首” ，不想一载之后，即郁郁而逝。 

南迁学人闻讯后，于《治史杂志》第二期刊登了罗莘 

田《孟心史先生的遗诗》、罗庸《忆孟心史先生》、郑 

天挺《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等纪念孟森之文。 

其他学人如钱玄同，于 1939年春因病而逝，而《古史 

辨》第七册，亦有纪念钱氏之意。 

另外，如俞平伯，南下未成，则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其父“陛青先生年高多病，只好留平照料” 。 [16] 而 

辅仁教员柴德赓选择留守孤城，则与妻子临产有莫大 

关系。 [17] 

亦有部分学人，为家庭生计之故，不得不接受伪 

大学之职，亦多属无奈之举。比如，作为禹贡学会成 

员的吴丰培，在主持者顾颉刚离开后，与赵贞信等人 

负责保管学会产业。然则，家庭之压力甚大， “上有七 

旬严亲，下有六个幼龄子女，九口之家，一人肩负” ， 

难以成行，只得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兼课，然薪酬 

微薄， “实难维持食口众多之生计。不得已乃就伪北京 

大学农学院、文学院、女子师范学院、师范大学等校 

讲课” 。 [18] 当时，迫于生计，而一度任教于伪北大的 

史家有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等 

人 [19] 。可以说，当时学人兼课于伪大学，多因生计所 

迫使然，与周作人、钱稻荪等恭事敌伪、担任职务者， 

实有迥异。 

(二)凭依高校而留守者 

北平沦陷后，部分高校如清华、北大、师大等皆 

南迁，校中学人亦多随之南下。存留于北平(日本占领 

北平后，曾将其改名为北京，今仍用旧称)的高校，仅 

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私立的中国大学等。 

表 2  北平沦陷后新成立的伪大学一览 [20] 

校名 校长 成立时间 

国立新民学院 王克敏  1938年 1月，北京临时政府成立 

国立北京大学 汤尔和 
1938年 3月，旧北京、北平两大 

学改组成立 

国立师范学院 玉谟  1938年 3月成立 

国立北京女子 

师范学院 
张愷 

1938年 3月成立，旧北京女子文 

理学院改组 

留守的学人，多蛰居读书、闭门著述，以不事敌 

伪、保持民族气节为己任。不愿辱节到敌伪大学任教 

的，纷纷转至教会学校及私立大学。以中国大学而言， 

“聘请清华燕京留平教授到中大任教。清华中文系主 

任俞平伯到中大任中文系主任。燕京齐思和任史学系 

主任，翁独健、张东荪等人亦至。 ” [21] 又如张岱年， 

即因与南下学校失去联系，即蛰居北平数年，1943年 

方谋得私立中国大学之聘。 [22] 此间，张岱年、王森、 

翁独健、张遵骝、韩镜清、成庆华、王葆元、张恒寿 

等人，还成立了三立学会，以求保持民族气节、促进 

学术研讨。 [23] 

因教会大学的背景，抗战时期的辅仁大学与燕京 

大学得以存留。以辅仁大学而言，学者多转至此地， 

“虽然工资少，他们也以保持民族气节为重，坚决不 

为敌伪所用。当时国文系教师有：沈兼士教文字学， 

高步瀛教汉书，赵万里教校勘学，陆宗达教说文，戴 

君仁教文选，储皖峰教文学史，陈君哲教马氏文通， 

周祖谟教等韵学。 ” [24] 其历史系即有张星烺、陆懋德、 

朱师辙、邓之诚、韩儒林、赵光贤、柴德赓等人；国 

文系有沈兼士、余嘉锡、罗常培、魏建功、孙人和、 

顾随、陆宗达、赵万里、孙楷第、刘厚滋、刘盼遂、 

启功等人。其中，邓之诚、孙楷弟等，即是在燕京大 

学解散后，转至辅仁大学任教的学人。部分留守的史 

家，亦多有南下之心，然受诸多因素掣肘，而难以成 

行。以陈垣而论，本有南下打算，1943年“悉得大汉 

奸曹汝霖将出任辅仁大学董事长， 与高足柴德赓商量， 

计划离开北平南下，因校务长雷冕等人涕泣相留，未 

能成行” [25] 。陈垣的一位学生这样回忆道： “北平沦 

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 ‘迟早还是得走！ ’一转眼 

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 

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 ” ⑦ 可以说，在某种程 

度上为辅仁大学计， 陈垣选择了艰辛备尝的留守一途。 

作为留守者的史家群体，或相互砥砺志节，进行 

潜在抵抗；或闭门谢客、力图绝缘于政治纷扰，潜心 

著述；或以遗民孤臣自比，茕茕孑立于学界之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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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政治与生存的压力，而徘徊于爱国正义与屈节事 

伪的嫌疑之间。作为留守者，特别是被视为社会良知 

代表的知识分子，似乎又遭受了比普通民众更为严格 

的道德评判。 

三、结语 

1937年前后的北平史家，其留守或南迁，可谓各 

有缘由：有随校而迁者，因避免政治迫害而离校者， 

更有为保全名节而被迫南下者。留守北平的学人，则 

部分因所执教的学校未能南迁，而选择留守；部分史 

家因为老、病及家庭拖累，甚而资金短缺，而难以成 

行。故而，在爱国的名义下，史家的南下与留守，实 

有更为具体而细致的考量。对此问题稍加辨析，可使 

得我们对南迁者的正义性与留守者所面临的压力问 

题，有一个更为真切的了解。 

首先，后世学人对身处沦陷之地的史家，不免抱 

有如罗志田所言“倒放电影”式的论列与评判。 ⑧ 然 

而，战时学人对时局的观感、自身遭遇的态度，似有 

必要予以重新审视。 

其次，我们也会发现： “知识分子常常坚守着比普 

通人更高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往往忽视了自己或亲人 

的利益。因此，当北京高校的教职员工在去留之间徘 

徊时，许多人不得不在爱国主义所要求的离去和举家 
(包括老态龙钟的父母)迁往外地的担忧间权衡。 ” [26] 

当时的学人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别妻离子，毅然南 

下，此又为可佩可敬者。而另一方面，部分学人的留 

守亦是多重因素权衡的结果。即如北大对教员南下的 

不同待遇而言，讲师、助教本就薪水微薄，又因学校 

南迁之地未定， “只许正副教授南迁，讲师、助教暂留 

北平或家乡待命” [27] ，那么，学人何以南下？又如， 

在遭遇资金困难，家累困扰，而又少有积蓄可言的情 

形下，学人南下所遭受的压力与困境，与条件优厚者 

相较，似又应分别视之。再次，在抗战胜利后，留守 

学人所遭受的评判压力，则又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检讨 

变得更具敏感性。正如钱穆所言： “其实抗战八年，留 

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 

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 

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 ” [28] 而留守者的压 

力则在后来更为复杂的情势中，更为纠葛地表现出来。 

综而言之，既有对于留守者与南迁者的探讨，更 

多地局限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层面，这一诠释路 

径确能解释史家虽有地域之别，而爱国情结彰显不灭 

的精神，且从整体上论析了战时中国学人的精神品格 

与治学取向。然而，在史家个体面临去留问题的权衡 

上，对其所面临的政治迫害、生存压力、家庭束缚， 

以及面对纷乱时局而做出的去留抉择等问题，放置于 

具体的环境中，予以个案式的分析，似可对战时学人 

的著述环境和政治心态有一个更为全面而合理的认 

知。 

注释： 

① 以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研究有：王金鋙《抗战时期中 

国的知识分子》(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魏继昆《国 

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及其贡献》(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 

文，1996年)；林志宏《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 
—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硕士论 

文，1997 年)；张红《抗战中内迁西南的知识分子》(南昌：江 

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 

—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等。相关论文有：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 

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第 24期)则是从政、学关系上， 

论述了战时北平文化界学人倾向问题；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 

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论述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其学术分合背后政治因素的影 

响，其探讨视角皆值得借鉴；崔巍《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术研 

究及知识分子状况述论——以 1940 年至 1945 年南京市为例》 
(《民国档案》，2007年第 3期)，论述了沦陷区南京知识分子群 

体的分化。 

② 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史学集刊》，1944 年  8 
月，第 4 期，第 100页。 

③ 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史学年报》，第 3 卷第 2 期，1940 年 
12 月，第 186、187 页；《图书季刊》，第 4 卷，1943 年第 1、2 
合期，1943年 3、6月版，第 187页。 

④ 值得注意的是，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 

动》(《中国文化》，2007 年第  24 期)则是从政、学关系上，论 

述了战时北平文化界学人倾向问题；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 

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 4 期)， 

论述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其学术分合背后政治因素的影响。 

此外，马嘶《1937 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以通俗的笔墨，对平、津、沪的知识分子作了个案式的介 

绍，涉及的史家有陈寅恪、郭沫若、吕振羽、郑天挺、魏建功 

等人，但文学色彩较浓，多描述而少论析。 

⑤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十三次报告》，1938年 6月，南开经济研 

究所特藏部藏书，内列“邓广铭：国立北京大学学士，历史学， 

‘辛弃疾(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编年笺证’ ，金额：1200元国 

币。 ” 当时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董事长蔡元培， 副董事长孟禄、 

周诒春，名誉秘书胡适。胡适在此申请中助力颇多，而邓广铭 

成为历史学类奖金的惟一获得者。 

⑥《图书季刊》1936年第 3期，亦转载《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 

图考证》一文。 

⑦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东方杂志》，第 40卷 

第 7号，1944年 4 月 15日。方豪则认为，陈垣留守孤城北平， 

盖因“先生最爱书，视同生命，抱残守阙，不愿远行” 。(方豪： 

《对日抗战时期之陈援庵先生》，自《陈援庵先生全集•书信附 

录》，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第 662页。) 
⑧ 王汎森亦注意到这一倾向： “对某一定点上的历史行动者而言， 

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 

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 

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咨询、 

偶然性，夹杂著群众的嚣闹之下作成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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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那样完全、那样透明、那样充 

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 

因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 

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14卷 4 期，200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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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and Stay of Historian Group in Anti­Japanese War 

ZHENG Shanqing 

(College of Marxis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year 1937, the Chinese historian group faced the south and rear dilemma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Some historians chose to move to the south, except the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driven, for the sake of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 dependent, to  save worry,  to political persecution of disturbed  factors. Some historians, due to shortage of 
funds, old age, diseases, family burden and the attachment to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chose the stay.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can help us learn the local wartime decisions of historian so as to have a more clear understanding.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 historian group; historian immigrated; patriotism;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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